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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世界罕见的持

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巨幅提

升。1978—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3 679亿
元增加到 744 1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
增长 9.6%；其中，工业增加值从 1 622亿元增加到
247 86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
10.9%。最新国家统计局公布消息：2017年全国 GDP
达到 827 122亿元，同比增长 6.9%；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 6.6%。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测量，2010年，中国整
体工业化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2015年，中
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所有省份都至少进

入工业化中期，有 3个省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16个
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省份仅剩 12
个（黄群慧 等，2017）[1]。多项研究预测，中国将于
2020—2030年全面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将
意味着中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

历时两个多世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工业发展走出一种不

同于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中
国工业发展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

和转轨国家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更为全球工
业化、现代化进程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工业经济
体制改革

20世纪 90年代中东欧国家全盘接受西方发达
国家经验，以“休克疗法”等激进手段实行经济转轨。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强调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
稳定”三者关系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以点带面的方
式，积极探索并稳步推进适合自身国情的改革方向；

另一方面则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先

易后难的增量式改革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国
有经济面临严重危机和重重困难，但中国没有贸然

采用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解决国有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是在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

摇的前提下，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通过
试点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吸

引外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增强经
济活力，同时倒逼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四十年的
发展，不仅国有、民营与“三资”企业在中国工业体系
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见表 1），而且不同所有
制企业间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
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①相关统计表

明，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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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企业数（个）

资产总计（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

64 737
（39.2%）
74 916
（68.8%）
33 566
（52.3%）
04 393
（54.8%）

1998年
非国有

内资企业 *
073 901
（44.8%）
012 579
（11.6%）
014 978
（23.3%）
000 703
（16%）

外商与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26 442
（16%）
21 327
（19.6%）
15 605
（24.3%）
01 282
（29.2%）

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

019 022
（5%）
417 704
（38.5%）
238 990
（20.6%）
012 324
（17.1%）

2016年
非国有

内资企业

310 023
（81.9%）
455 418
（41.9%）
669 617
（57.8%）
042 000
（58.4%）

外商与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49 554
（13.1%）
212 744
（19.6%）
250 392
（21.6%）
017 597
（24.5%）

表 1 1998年和 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动情况

注：*非国有内资企业包括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和外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之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98年数据中，利润总额为 2000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7）。

在数量上占到了 26.3%，资产占 44%，利润总额占
41.8%（黄速建，2014）[2]。
（一）循序渐进推进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不仅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国

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企业总产
值中占比 78%，资产总额占比更是高达 92%。因此，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
从改革内容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体制上逐步解除国有企业与政

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权责对等的独立法人，以及与非公有制企业公平
竞争的市场主体；二是通过破除所有制偏见、推行股
份制改革的方式改善企业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三是

逐步调整和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使其有所为

有所不为，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向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着重在涉及

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行业，以
及支柱性及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发挥主导和引导作

用，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引领作用和

公共物品支撑。
从改革过程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改革探索、制度创新进而走
向深入的一个较长过程。一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
放之初到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前的改革探索
阶段，大体经历了十五年时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
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原则，尝试通过承包经营等方
式，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以提

高企业活力。尽管承包经营等做法没能对企业形成
有效的激励约束，甚至导致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国有
资产流失等消极后果，但这一时期的探索提高了国

有企业的竞争意识，为其在下一阶段改革中真正走

向市场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从十四届三中全
会到本世纪初的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阶段，大体经

历了十年时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后，国有企业以建立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
企业制度为目标，从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到组织管理
展开了全方位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与微观层面的企
业制度改革相配合，国家在宏观层面提出了“抓大放
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
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第三个
阶段以 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标
志，改革进入以体制变革推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

阶段。国资委的设立意味着政府从体制上实现了公
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代表职能的分离，为实现政企、
政资和资企分开，推动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

场主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十八大以来，随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颁布，国资和国企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
资管理体制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在强

化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提下，着力于落
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激发企业

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
如同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一样，国有企业

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盲
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也不追求一步到位、立
竿见影，而是采取上下结合、以点带面，先易后难、循
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
“上下结合、以点带面”的做法既有利于激发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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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创新积极性，又有助于将好的

改革经验在试点成功基础之上推向全国，既能避免

因盲目推行改革方案带来的大范围失败的风险，又

能确保改革部署的统一推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的做法虽然显得较为保守，但却有利于恰当处理改

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避免因为改革过激导致大的
经济与社会动荡，进而使改革陷于失败。
（二）解放思想支持非国有工业经济发展

1.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
作出独特贡献。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如果说国有
企业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那么乡镇企业则

是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大潮中的主力军。乡镇企业
的前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形成的

社队企业。1984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民
公社制度的废除，社队企业被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
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在大大提高农业产

出和农村收入的同时，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

解放出来，形成了庞大的待业群体。为解决农村新
生待业群体的就业问题，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提出
“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并实施了“星火计划”等
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家政策支持加上
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以及农业剩余的积累，直接推动

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村的
工业发展，而且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

（金碚，2008）[3]。统计资料表明，1978—1997年，乡镇
企业数量从 150万户增加到 2 020万户。1978年，
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 24%，到
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 79%。1978年乡镇企
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 9%，1997年这
一比重达到 58%（于秋华 等，2006）[4]。党的十五大
之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

体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

式蜕变成为私营企业；但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

与工业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其独

特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缺乏国家财力支持情况下，乡镇企业主

要依靠农村自有资金与企业自身积累，在较低负债

率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均 20%以上的增长率，一度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带动力量（王晓鲁，

1997）[5]。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乡镇企业实
现增加值 22 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7.9%；上缴国家税金达 1 583亿元，占全国税收总

额的 20.4%。当年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为 6 854
亿元，比 1995年增长 27%，占全国出口的 34.8%。
其次，乡镇企业充分借助农村劳动力优势谋求

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大大促

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1998年，乡
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15 530亿元，占全国工业
增加值的 46.3%，在中国工业经济总量中占据了半
壁江山，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发展

道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一大批小城镇迅
速崛起。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 1.9万个，
是 1978年的 5.7倍，全国建制镇约容纳了 1.5亿农
村居民定居，完成了由农民转向城镇居民的历史性

跨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国家统

计局，1999）[6]。
第三，乡镇企业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公有制

经济的制度优势，为制度转轨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大

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资金与技术基础。改革开放
以后，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认识是经历较长过程的。
在 1997年党的十五大“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方针确立之前，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
的发展始终面临所有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双重束

缚，未能真正释放其活力。而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
集体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因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在所有制上体现出的制度优越性，在改革

开放前二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
展，不仅为农村地区培育了大量技术工人和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而且为企业转型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升

级提升竞争力奠定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基础。1997
年非公经济发展突破所有制束缚后，大量乡镇集体

企业转制成为私营股份制企业（姜春海，2002）[7]，使
后者迅速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2.私营工业企业的崛起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
纵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改革开放

后的前二十年是乡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后二十年则迎来了私营经济发展

的黄金时期。20世纪 80年代以来，尽管私营经济的
合法地位得到确立，发展得到鼓励，但在国有企业和

集体企业分别主导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格局下，私营

企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有限。私营经济的蓬勃发
展是中国解放思想、突破意识形态桎梏，进而在经济
和政治制度上，特别是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变革

的结果。以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标志，非公有
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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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得到确认，作用和价值不断得到提升。从 1998
年开始，私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类型纳入

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畴。对比 1998
年和 2016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98年，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数量仅为 6.5%，资产规
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在 5%以下。到 2016
年，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已超过一半，资产规模超过

2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超过 1/3。
私营工业企业的崛起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经

济增长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其对中国工
业发展的积极贡献还突出表现为：第一，它打破了公

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市场格局，成长为国有和集体

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仅促进了多元化市场主

体间的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推动了公有

制企业的改革以及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间的融合与

发展，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

力。国资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央企业引入非公资
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已占 68.9%；地方国
有企业实行混改的企业数量也占到了 47%（国资
委，2017）[8]。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
济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微观主体。国有资本、集体资
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
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第二，私营工业企业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企业，凭

借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带动下，推动

形成了加工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态

势。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市场主
体，非国有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集群在经济规模上

迅速扩大以及在地域范围上不断延伸的主要力量。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些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

业集群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形成的生产上的协同优

势、产能上的规模优势、集群中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
效应，以及品牌效应等，大大提高了相关产业在国内

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区域发展角度看，由产业集
群形成的“块状经济”极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有力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成为

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吴利学 等，2009）[9]。

二、把握时机、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
分工体系

二战以来，发端于美国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升级引发了传递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到 20
世纪 80年代，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产业重心向高技
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变，并进一步将劳动、

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转移到海外。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
区通过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投资，承接美日欧转移

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出现了将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

步向外转移的需要；而此时刚刚打开国门且拥有巨

大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

遇，不仅顺利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而

且借此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极大地改变了自身

的经济命运和世界经济格局。
作为有史以来在工业化进程处于低收入状态下

开放速度最快、开放领域最广、开放政策最彻底的一
个大国（金碚，2003）[10]，中国凭借着自身劳动人口密
集的资源优势和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与政策优势，

吸引了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巨大

的外商投资。而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不仅带动了中
国加工贸易和对外出口的迅速增长，而且大大促进

了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2001年，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中国工业在深化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合

作中不断提升整体实力，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

业基地和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众多产

业领域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与竞争优势，正逐步由制

造业大国向世界工业强国迈进。中国工业融入全球
体系的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从“引进来”“走出去”到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重塑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三个依次

递进的发展阶段。
（一）“引进来”：以最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承
接国际产业大转移

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下，国家很快将吸引和

利用外资作为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认为利用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1979年，国务院设立外国投资管理
委员会。1982年，国家将原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贸
部、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统一设立对外
经济贸易部，作为专门的外资管理机构。1986年，国
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资企业，
特别是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土地使用、
金融支持、税收政策、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实行一
系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1988年，财政部颁
布《关于沿海经济开放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
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91年，全国
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降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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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4年东亚企业税率

国家

中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名义税率（%）
33
35
32
27
35

实际税率（%）
12.9
32.6
18.3
30.8
28.5

图 1 1997—2016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金额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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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16年外资工业企业出口额及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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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水平。在 2007年全国人大实施新税法，统一内
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之前，外资企业始终享受比内

资企业优惠一半以上的所得税税率。从外资企业实
际缴纳的所得税税率水平看，中国是当时周边国家

中最低的（见表 2）。

针对外资企业设立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

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

挥了显著作用（李宗卉 等，2004；陈斌，2007）[11－12]。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 1983年的 9.2亿美
元增加到 2016年的 1 260亿美元。1993年起，中国
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此后一直位居发

展中国家首位。而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
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始终是吸收外商直接投

资的主要部门。1997—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累计达 1.59万亿美元，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7 809.6亿美元，占比 49.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以及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程

度提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虽呈现

下降趋势，但“十一五”期间占比仍在 53%以上；“十
二五”期间，制造业吸收外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但
平均占比仍接近 40%（见图 1）。

外资企业对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
技术支持和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经验，极大带动

了中国产业的扩张和升级。2000年以来的数据表

明，外资企业创造了 1/4以上的工业产值，是拉动中
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从 2000—2014年的数据
看，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中的占比始

终保持在 20%以上，平均达到 23.8%；在固定资产
合计中的占比平均为 20.6%，销售产值占比平均达
28.4%。外资企业通过引进大量先进技术设备、投
资于资金技术密集行业以及更高的投资产出效率，

直接提升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
投资效率。此外，外资企业通过与国内企业的竞争
与合作，在人才、技术、管理、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
多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示范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境内

外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不仅推动了国内
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且促使其在经营理念、管理模
式和治理结构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据商务部介
绍，截至 2013年，已经有 1 8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
在中国运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超过

50 家（商务部，2013）[13]。全球企业研发重心的东
移，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向中

高端迈进。
作为中国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桥梁，

外资企业扩大了中国进出口规模，增加了工业制成

品的出口比重，改善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了

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2000—2016年的数据表
明，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从 2000年的 1.46万亿元
增加到 2016年的 11.78万亿元，年均增长 13.9%，
其中外资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全部工业出口交

货值占比在 2014年以前始终保持在 60%以上，年
平均值达到 65.9%（见图 2）。中国产品通过外资企
业全球化的产业分工链条和销售网络走向世界，使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

（二）“走出去”：充分发挥低要素价格优势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

除了以最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弥补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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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0—2016年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济发展的资金、技术缺口，提高中国工业生产力和产
业竞争力之外；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是

中国开放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外资具有显著
的来料加工和成品出口特征，大量引进的外资企业

已经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工业制成品的出

口。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刺激内资企业出口，提升
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外贸、外汇、投资等
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逐步放
松对企业外贸经营权、外商投资领域、外汇等方面的
管制，让市场在涉外经贸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

面还实行关税减免、出口退税，成立进出口银行、组
织商会等一系列出口扶持和援助政策。凭借着“中国
制造”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价格
优势以及在加工制造方面形成的产能优势，加上有

利政策的扶持，中国出口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

长，工业制成品成了中国产品“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1980—2016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从 181亿美

元增加到 2.1万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从 90亿
美元增加到 1.99万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
商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 1980 年的
50%，到 1992 年的 80%，到 1999 年的 90%，直至
2006年后始终保持在 95%以上（见图 3）。随着中国
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工业品占全

球市场的比重不断提升。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
的比重为 2.7%，居世界第九；到 2000 年上升到
6.0%，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 13.2%，居世界第
二；2010年为 19.8%，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
名符其实的制造业大国。2014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20.8%，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按照国际标准工

业分类，在 22个大类中，中国在 7个大类中名列第
一，钢铁、水泥、汽车等 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位。
从工业品的出口结构看，大体以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为分界线，入世前二十年以轻纺产品等劳

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94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
达到 60.5%的历史最高值。入世之后，以 2003年机
电、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47.3%）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标志，我国出
口商品结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
产品向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转变

（魏锋 等，2009）[14]。
尽管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赖

于低要素价格优势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以技

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尚显不足，但这一适应特

定发展阶段的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

工业追赶式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
使中国工业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为工

业再投资和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
方面，外资企业与出口导向型内资企业的迅速发展

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集聚效应，不仅强化了中国加工

制造业的规模优势，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世界经济而言，来自中国的商
品不仅以更低廉的方式满足了世界性的消费需求，

增进了消费者福利，更使世界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

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三）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全球产业新体系与工

业增长新动能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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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全球经济增长重心逐渐东移，以及中国自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步伐的加快，新一

轮产业转移的条件日渐成熟。从中国自身情况看，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需要更充分地统筹国内

国外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通过全球范围内的产
业转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不
断迈向产业价值链高端领域，并藉此更好地参与国

际市场规则及标准体系建设。而从世界经济格局看，
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

长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全球基
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对优质基础装备和产能投

资合作也产生了较大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
了一种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对外工业合作模式，即国

际产能合作。2015年 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国
际产能合作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配套的政策
支撑、服务保障与风险防控举措。
从“走出去”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最大的着力

点在于改变过去通过贸易进行产品输出的单一模

式，而侧重于产业能力的输出。即在充分发挥自身资
金、技术、装备等优势基础上，根据对象国的特点和
需求，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
等多种方式，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

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
节延伸，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为助推产能合作顺利推进，中国政府结合“一带
一路”战略部署，面向亚洲、非洲、拉美及发达地区先
后提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四大合作框架，着力构建

以周边重点国家为“主轴”，以非洲、中东和中东欧重
点国家为“西翼”，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一轴
两翼”产能合作新布局。据统计，截至 2016年底，中
国已与哈萨克斯坦等 30多个国家以及东盟等区域
组织签署了双边或多边产能合作协议，将产能合作

纳入机制化轨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
银行在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 1 100亿美元；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

3 2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
规模的经贸合作区 56家，入区企业超过 1 000家，
总产值超过 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11亿
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8万个（国新办，
2017）[15]。
与改革开放之初以被动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

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同，国际产能合作是新

时期由中国主动发起和引领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

浪潮，它致力于发挥中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综合优势，通过对接中国的供给能力和沿线国家

的发展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通
过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际

产能合作不仅重塑了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且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发展的

新动能。

三、与时俱进、“五化协同”走新型工
业化发展之路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式、外向型
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获

得了年均 15.9%的增长速度，②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
增长的奇迹，而且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

基地。然而，进入 21世纪以来，原有的粗放式工业增
长模式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制约，出现了难以为

继的势头。主要有：第一，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局面
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工业依
靠低要素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自身要素成

本的上升以及来自其他后发国家的竞争而不断弱

化，而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基础上的产业竞争优

势又尚未形成。中国工业迫切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
式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第二，传统的资源要素驱
动型的工业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迫

使中国工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工业生产的集

约化和绿色化水平。第三，传统的工业优先的经济发
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和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农

业和农村发展水平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国内消费水

平的提升，难以有效吸收日益扩大的工业产能。工业
化的继续推进必须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为条件，走

协同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 2002年党的十六大

正式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标志，中国开始谋求

转变工业增长方式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外经济社会条

件的变化，探索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新路子。从党的十
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十七大强调
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十八大提出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
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
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直到 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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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党和国家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
涵及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

拓展和深化，最终形成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协同”的发展理念和
行动纲领。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工业发展本身

而言，是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转变，即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

势转变，由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
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郭朝先 等，

2015）[16]，构建一个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
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显著提升中国制造
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迈进。而“五化协同”发展则意味着，在
新型工业发展进程中，信息化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工业增长向创新驱动

方式转变的抓手和主线，绿色化是贯穿工业制造全

过程、支撑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城镇化和
农村现代化则意味着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
三者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形成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同步向前的格局，使工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真正

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模式。
（一）以“两化融合”为抓手，推动工业由要素驱
动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进入 21世纪，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化不仅是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的

重要力量；更是转变工业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工业

增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迈进的关键因素。为此，中国确立了优先发展
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以“两化
融合”为主线推进制造强国的产业发展战略。1997
年，中国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1998年成立信
息产业部。2002年，党的十六大作出了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战略部署。2006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2006—
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
大进一步作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
进工业由大变强”的部署。2008年，成立十年的信息
产业部与发改委工业行业管理部门合并，正式组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健全工业和信息化管理体

制。2011年，工信部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两化
融合”进入发展快车道。《2015年度中国两化融合发

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两化融合”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支撑新兴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和成效显著，综合反映信息化

基础环境、工业应用以及应用效益三方面水平的全国
“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从 52.7提升到 72.7，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016）[17]。
2016年，工信部发布面向“十三五”的《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着力打造支撑制造
业转型的创业创新平台，积极培育新产品、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构建支撑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
体系，增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动能，构筑精细、柔性、
智能、绿色的新型制造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全
球竞争优势，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二）以绿色生产为主线，构建工业可持续发展

之路

中国的工业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
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并制定首
个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后，中国很快制定了第一个

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国家可持续发
展行动计划《中国 21世纪议程》。1995年，十四届五
中全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并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
标纲要》。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
观，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7年，党
的十七大不仅决定将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内容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党章》，而且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正式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6年，在“十三五”
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部署基础上，工信部专
门制定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确定
了未来五年工业绿色发展的五大目标和十项重点任

务，着力构建工业绿色发展的推进体制及其配套的

政策体系。
（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

改革开放开始至 20世纪末，受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等因素制约，中国农村和农

业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并没有根

本改变（蔡昉，2006）[18]，农村现代化水平不仅滞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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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出现反向发展趋势（王贝，

2011）[19]。长此以往，工农和城乡之间不均衡发展的态
势，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利于

经济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进入 21世纪，国家从“三农问题”入手，开始着
力解决工农、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2002年党
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的阶段。基于这一重要判断，国家在“十一五”
规划中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
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同步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
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

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2012年，党的十八
大进一步将“三个同步”提升为“四个同步”，即要“走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
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
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从“十二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产业
及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正加快形成。从就业结构
看，2012—2016 年，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
33.6∶30.3∶36.1转变为 27.7∶28.8∶43.5，就业结构排
序从“三、一、二”的发展型模式提升到了“三、二、一”
的现代模式。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乡
村，城乡就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伴随产业和
就业结构调整，我国城镇化进程也迎来重大转折点。
2011年末，城镇人口占比达到 51.27%，首次超过农
村人口。到 2016年，城镇化率提高至 57.35%。城市
化进程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

倍差缩小。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实际增长 7.4%，快于同期人均 GDP年均增
速 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
际增长 8.0%，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2012年的 2.88
降至 2016年的 2.72（国家统计局，2017）[20]。

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打造中国特
色工业发展模式

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或地区

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水

平的跨越，而那些实现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共同的“制
胜之道”就是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
机结合（林毅夫，2014）[21]。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在
于，自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国家在
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持续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不同政权下的中国政府，在这段历史中
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影响或主导了中国工业

化的方式和方向，塑造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伍晓

鹰，2014）[22]。董志凯（2009）[23]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对工业化、现代化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在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仅

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经

济处于转轨和赶超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公有制为
主体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有经济必须始终在国民经

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一定表现
为在经济份额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主要表现在通过

市场化的改革提高国有经济自身的发展活力，进而

提升其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而中
国的大国国情决定了，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还是从闭关锁国向融入世界过渡，都需要一

个强有力的政府通过控制改革节奏和把握开放程

度，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循序渐进的

方式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有助于经济转

轨和对外开放的经济贸易体制。最后，加速推进工
业化进程，实现 21 世纪中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
列的奋斗目标，同样需要政府在判断全球经济发

展趋势和竞争格局变化基础上，不仅在发展战略

上作出全局性的规划和部署，而且在战略实施上提

供必要的包括制度、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公共物品和
服务支持。
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全球经济全面融合为
导向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

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导向的改

革开放，以及向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工业
转型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主导性的。
简言之，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甚至主导作用，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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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政府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而是要充分发

挥政府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提供者、竞争
秩序的维护者、前瞻性问题的决策者的作用。
概而言之，政府在中国工业四十年的改革、开
放、转型、赶超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过程中，政府通过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市场经

济有效运转所需的制度环境。政府在市场化制度建
设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以产权制度变革和

产权保护为核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鼓励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培育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

独具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二，以价格机制和
投资体制改革为核心，推动形成统一的、主要由市
场决定的要素价格机制，以及面向所有市场主体开

放的行业准入制度，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
场环境。
其次，政府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扮演着积极建设

者和促推者角色。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涉外经济
体制的构建和完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经济贸易体

制。第二，通过实施优惠的外资、外贸、出口和产业扶
持等政策吸引投资、鼓励出口，培育和提高中国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第三，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和推动全球投资贸易体制变革，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市场布局提供有
利的外部环境。
再次，国家根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

变化趋势以及国内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情况，及时

对工业发展路径作出战略性调整，主导了工业发展

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粗放式发展向低碳、
绿色、可持续发展，由工业单兵突进向工农城乡协同
发展的转变。配合工业发展战略的转变，政府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加大国家对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

力度，推进在研发和创新中起主体作用的科研和人

才培养体制改革，为实现工业增长方式真正向创新

驱动转变提供坚实的科技、人才与制度支撑。第二，
通过深化资源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导向的资源价格

形成机制，加强工业绿色发展的行业标准和法规建

设等举措，构建有助于工业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长效体制机制。同时切实发挥宏观经济手段，加
大对绿色产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第三，通过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
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其承接城市功能转移和辐射带

动乡村发展能力，利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公共
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手段促进工农协同、城乡一体的
发展格局，使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能够反哺农业和带

动农村发展，使现代化的农村和农业体系能够更好

地支撑工业可持续发展，使城乡居民共享工业化、城
市化、农村现代化的文明果实。

注释：

①本文所称“三资”或外资企业，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外
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②1979—199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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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perienc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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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ealthfully，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and the level of its development is approach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wisdom and solutions.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e "China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progressively promoting industri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eizing
opportunities and firmly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dustrial system；keeping pace with times，initiating new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five synergy"；developing China pat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efficient markets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s".
Key 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industrial development；China experience；new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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